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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从创新要素区际流动的视角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创新人员及创新资本空间关联矩阵下，长三角地区创新产出及数字经济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创新产出的提高，还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都市圈城市，非都市圈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数字经济创新溢出红利，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市间创新差距。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大小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非线性特征，且只有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才会对区域创新产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基于区域吸收能力的双重门槛效应，合理的区域吸收能力能有效强化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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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Output

——Also on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reg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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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41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1 to 2019, constructs a spatial weight matri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regional flow of innovative elements, and uses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and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we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n regional innovation outp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matrix of innovative personnel and innovative capital,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innovation output and digit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digital economy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increase of innovation output in the region, bu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Compared with metropolitan cities, non-metropolitan cities have received more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spillover dividen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will help narrow the innovation gap between citi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ts promo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output presents a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 of first increasing and then decreasing, and only when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s to a certain scale will i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gional innovation output The promotion effect; Further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is a dual threshold effect based on reg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output. A reasonable reg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 can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novation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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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渗透与普及，全球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相关资料显示，2019年包含中国、美国等国家在内的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发展规模高达31.8万亿美元，GDP占比41.5%。自2017年我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数字经济”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便多次提到要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化投入的加大，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迅速扩张，《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指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高达35.8万亿元，GDP占比36.2%，其中，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可以看出，发展数字经济正日益成为全球各国在国际竞争中掌握话语权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抢占的制高点，各国政府陆续将其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1]。

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空前复杂，世界经济趋向低迷。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同志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审时夺度，提出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此背景下，创新正日益成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动力。“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对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创新水平仍相对较低，亟需探索创新发展的新动力。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为推动区域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已有研究表明其不仅能够促进传统产业与科技融合创新，带动传统产业创新升级[2]，还能有效破除创新活动的空间限制，增强区域间创新活动的关联深度与广度。毫无疑问，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创新发展的新引擎[3]。
作为我国区域创新中心、对外开放前沿，长三角城市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引领作用举足轻重，数字经济时代，长三角城市群能否抓住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通过发展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创新要素的区际流动愈加频繁，城市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有何空间规律？更进一步地，数字经济在不同地区的创新溢出又存在何种差异？另外，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是否受自身发展水平及其他因素的制约？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全面评价数字经济对创新驱动的战略作用、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提高其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这一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唐·塔普斯科特于1996年在《数字经济时代》一书中首次提出，目前比较具有共识的数字经济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新型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讯技术(ICT)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4]。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围绕其测度方法及其经济影响展开了广泛研究。在数字经济测度方面，由于数字经济具有虚拟性且各国对其定义不同，因此，目前学术界并没有测度数字经济的统一口径。许宪春、张美慧[1]从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数字化媒体、数字化交易以及数字经济交易产品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刘军等[5]将数字经济分为信息化、互联网以及数字交易三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赵涛等[6]则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化，从互联网发展及数字金融发展两个维度测算了我国222个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就数字经济的经济影响而言，学者们研究发现其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更可以凭借其技术优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7、8]，优化资源配置效率[9]，提高经济发展质量[6、10]等；然而，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能会破坏传统产业的生态格局[11]，阻碍实体经济发展[12]，带来过度竞争、降低产品质量[13]等。

作为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张昕蔚[14]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创新模式的影响，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拓展网络空间功能和创新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推动产业组织方式变革，促进创新模式的变革和演变。李雪等[15]利用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证实了数字经济是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重要推动力量；温珺等[16]借助2015年我国287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得出数字经济对技术含量最高的发明创新影响最大，说明数字经济驱动的是真正的创新，而非模仿式创新的研究结论；侯世英、宋良荣[3]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得益于研究的不断深入，少数学者就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的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梁琦等[17]在构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的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质量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地理距离矩阵下，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创新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而在经济距离矩阵下显著为正。
从既有文献来看，现有研究已经注意到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并考虑到了空间相关性。但是，现有文献大多关注省域范围或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影响，长三角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鲜有学者考察其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此外，既有研究较少使用空间计量模型，且大多从地理距离、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相似性来考察地区间的空间相关关系。实际上，地区间地理区位是否接近、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似等空间禀赋条件方面的接近性只能反映出地区之间静态的空间特征，无法揭示出地区间空间关联产生的内在原因与机制。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创新要素流动量的不断增加，研发活动早已跨越了地域限制。

基于此，本文将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在构建更能反映区域间创新活动邻近关系的创新要素空间关联矩阵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非线性特征以及区域吸收能力在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创新产出中的作用。本文与已有研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文献大多关注省域范围或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鲜有学者考察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丰富了相关研究。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文献大多使用距离标准或邻接标准定义空间权重矩阵，而本文创新性的从创新要素空间流动的视角构建空间关联矩阵，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以求更加真实贴切地反映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对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三，从研究内容来看，除了考察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之外，本文还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及约束机制进行了全面探讨。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2.1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基本影响机制
作为一种更高级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字经济具有高技术性、高融合性等特征，数字经济在与传统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带动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催生出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升级，形成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18]。其次，数字经济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信息传递优势有效缓解了区域创新系统内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市场更加开放透明，极大降低了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所需付出的交易成本，有助于其释放更多资金用于研发创新。创新主体还可通过数字技术整合自身的资金流、信息流等，形成去核化、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提高管理效率，为创新活动提供更加优质的条件及环境。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弥补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鸿沟，加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帮助企业形成更加可靠稳定的客户关系，一定程度上降低创新利润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意愿。并且，通过大数据，大量隐秘且复杂的真实消费需求被“表达”出来[19]，借助数字平台，企业能够及时获取市场信息，最大限度地挖掘消费者的异质性需求，研发出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新服务与新产品，并通过在线消费者的建议及时优化现有产品，进而提高创新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加强了城市间的交流与联系，极大拓宽了人才、知识、技术等创新资源的传播渠道与范围，有效促进了知识的溢出，在此基础上，创新主体可以更加便捷迅速地获取外部先进的知识信息，知识作为创新活动的“原材料”，能否获取大量有用的知识，将直接影响到区域创新产出的质量与数量。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革新了传统的创新模式，企业封闭式创新、供给导向型创新逐渐转向群体开放式创新、需求导向型创新，创新主体更加多元化，跨区协作更加便利。总的来说，数字经济凭借其开放式、无边界、跨时空信息传播等本质特征和先天优势，有效破除了创新活动的空间限制，区域间创新活动的关联广度与深度日益增强[6]。因此，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应该不仅局限于本区域。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2.2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此促进作用可能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数字经济的建设成本较高，与之对应的基础设施及平台建设也相对薄弱，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还处于较高阶段，高投入低回报的特征导致众多企业放弃对数字技术的投资，从而导致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受到限制，甚至难以促进区域创新产出的提高。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不断降低，边际收益开始上升，由此带来的数字红利驱使各企业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多的信息、数据等高端生产要素被应用到生产环节，推动了企业网络化、智能化运营，数字经济开放共享的本质也使企业更容易获得其所需要的创新资源。此外，“梅特卡夫”法则认为，网络价值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呈平方式增长，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用户数量相对较少，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效应很难释放，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用户规模随之增长，区域创新网络也逐渐扩大，信息跨时空且近乎零成本传播使众多创新主体在更大范围内享受创新收益，有助于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格局[20]，此时，数字经济的创新价值跳跃式提升，对区域创新产出的提升效应也愈加明显。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

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的溢出与共享，为区域创新主体克服认知距离，利用外部新知识、新技术，实现有效知识交换提供了可能与机会。通过知识溢出与共享，区域创新能力更容易提高，但是，并非所有的知识溢出都可以被吸收，知识溢出能否转化为自身的知识积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吸收能力[21]。吸收能力最初由Cohen和Levinthal[22]提出，常用于表示企业利用外部知识提高创新效率，后来被引入区域层面，用来表示某地区吸收、获取新知识、新技术并有效转化应用的能力[23]。区域创新产出与区域吸收能力息息相关，区域吸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创新溢出可以在此地发挥多大用处，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区域吸收能力越强，区域创新主体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消化吸收程度越高[24]，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提升作用就越大。与之相反，当某地区区域吸收能力较弱时，区域创新主体可能难以对新知识、新技术进行有效的消化、吸收及再创新[25]，因而难以从中获益。因此，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作用大小可能会因为区域吸收能力不同而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4：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受区域吸收能力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3.1.1 空间计量模型

从现有研究来看，一个地区的创新产出不仅受到自身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还受到邻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考察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必须考虑空间相关性。基于此，本文选取空间计量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及空间滞后模型（SAR）相比，空间杜宾模型（SDM）不仅可以考察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还可以考察其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创新产出对本地区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基于此，本文选取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产出间的关系，模型表达式如（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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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npatentit表示i城市在t时期的区域创新产出；dieit表示i城市在t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W为标准化后的空间权重矩阵；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β1表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β2表示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影响系数向量；
[image: image2.wmf]it

e

表示随机扰动项。
3.1.2 空间关联矩阵

从既有文献来看，学者们通常使用距离标准或邻接标准定义空间权重矩阵，但是，区域创新作为一项系统活动，必然会受到许多非地理因素的影响。从现实来看，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及创新要素流动量的不断增加，地区间的空间关联早已突破了地理距离的限制，距离较远的地区往往也会因为人才、资本等要素的区际流动而产生较为紧密的空间联系。因此，如果继续使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或邻接权重矩阵，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鉴于经济要素流动是解释空间相关的重要来源，创新要素流动是解释创新活动空间相关的重要佐证[26]，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本文拟从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所产生的空间关联设置空间权重矩阵。
引力模型源于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主要指两个物体之间作用力的大小与两者之间的距离呈反比，与两者的质量呈正比。得益于研究的不断深入，该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人口迁移、国际贸易流量测算等领域。后来，经Witt[27]与Smith[28]的进一步研究与拓展，其已逐渐成为研究创新要素流动空间相互作用的主流模型。基于此，本文借鉴白俊红、蒋伏心[29]的研究成果，将引力模型引入创新要素的空间关联研究中，利用引力模型测度地区间由于创新人员及创新资本流动而产生的空间关联效应。具体而言，创新资本的空间关联强度可表示为：

                       TCij=KCiCj/D2ij                                      （2）
式中，TCij表示i地区与j地区创新资本空间关联强度，TCij越大，地区间创新资本空间关联度越强，创新资本在两地间的流动越频繁；K为常数，取值为1；Ci、Cj分别表示i地区和j地区创新资本数量，用R&D经费内部支出表示；Dij表示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基于各城市的经纬度测量得到。式（2）的内涵在于，i地区与j地区创新资本的空间关联强度与两地间的距离成反比，与两地的创新资本规模成正比。这样，便可通过矩阵的形式，定义任意两个地区间的创新资本空间联系强度，矩阵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具体如式（3）所示：
TCij     i≠j  

wij =                                                   （3）
0    i = j
其中，wij为创新资本空间关联矩阵中的一个元素。

地区间创新人员的空间关联矩阵参照式（2）、（3）进行设置，只需将创新资本换成创新人员。鉴于城市层面R&D人员数据缺失，这里的创新人员采用科研、技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表示。
3.1.3 面板门槛模型
如前文理论模型所述，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且其作用大小可能会受到区域吸收能力的影响。为了验证此作用机制，本文建立以数字经济及区域吸收能力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进行验证，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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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djit表示门槛变量；γ表示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括号内条件若满足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2 指标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既有研究主要通过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新产品销售收入等指标衡量区域创新产出。由于可能存在不合格专利或虚假专利，所以专利申请量未必能够反映出某地区真实的创新情况[30]；此外，由于部分城市新产品销售收入数据无法获取，所以本文不予选择；而专利授权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些问题的发生，保障创新成果的质量，较好地反映出不同城市创新产出的差异。基于此，本文借鉴雷淑珍等[30]的研究方法选取专利授权量作为衡量区域创新产出的指标，并对其取自然对数，记为lnpatent。

3.2.2 解释变量与门槛变量
（1）数字经济。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用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统一指标，既有研究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多集中于省级层面。赵涛等[6]从数字金融发展及互联网发展两个维度对我国222个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因此，本文参照其测度方法从数字金融发展及互联网发展两个方面出发构建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其中，数字金融发展采用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示[31]；互联网发展则包括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以及移动电话普及率四个方面的指标。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互联网发展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宽带用户数
	+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
	+

	
	互联网相关产出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

	数字金融发展
	数字金融普惠发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通过熵权topsis法对以上5个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记为die。

（2）区域吸收能力。区域吸收能力包括多个方面，对于区域吸收能力的度量，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研发经费投入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有利于新知识的直接创造，也是提高区域内创新主体消化吸收新知识、新技术的有效渠道，研发投入强度越大，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越强，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吸收和利用能力也就越高。基于此，本文借鉴尹东东、张建清[32]的做法，将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作为衡量区域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其中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采用各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记为abp。
3.2.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财政支出规模（gov），采取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表示；人口密度（lnurl），采用各地区年末平均人口数与行政区面积的比值取自然对数表示；产业结构升级（indus），采用泰尔指数表示。
3.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基于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取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科技年鉴、统计公报及相关网站等，部分缺失值采取均值法及插值法补齐。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patent
	区域创新产出
	369
	8.834
	1.292
	5.787
	11.519

	die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69
	0.223
	0.124
	0.031
	0.779

	abp
	吸收能力
	369
	0.019
	0.008
	0.002
	0.042

	gov
	财政支出规模
	369
	0.169
	0.066
	0.076
	0.371

	fdi
	对外直接投资
	369
	0.027
	0.017
	0.001
	0.078

	lnurl
	人口密度
	369
	6.360
	0.524
	4.979
	7.741

	indus
	产业结构升级
	369
	0.127
	0.096
	0.000 2
	0.530


4 回归结果分析
4.1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我们首先使用普通面板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基于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分析，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至模型（5）是依次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加不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1）财政支出规模与区域创新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在1%水平下保持显著，说明了政府干预对于提升区域创新产出的重要性，政府对创新主体进行适度补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解决创新过程中资金短缺的问题，激励创新主体更多地进行研发创新。（2）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外来投资，容易导致企业形成技术依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区域创新能力及创新产出的提升。（3）人口密度与区域创新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流更加密切，知识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截，有助于人才的集聚与知识的吸收，进而对区域创新产出产生正向影响。（4）产业结构升级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区域创新产出并未得到有效提升。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被解释变量：区域创新产出

	
	（1）
	（2）
	（3）
	（4）
	（5）

	die
	4.844***
	4.097***
	4.026***
	4.016***
	3.918***

	
	(0.632)
	(0.624)
	(0.615)
	(0.613)
	(0.592)

	gov
	
	4.624***
	4.765***
	4.867***
	4.823***

	
	
	(0.911)
	(0.907)
	(0.900)
	(0.937)

	fdi
	
	
	-2.106
	-2.435
	-2.272

	
	
	
	(3.353)
	(3.332)
	(3.392)

	lnurl
	
	
	
	0.055*
	0.056*

	
	
	
	
	(0.031)
	(0.030)

	indus
	
	
	
	
	-0.539

	
	
	
	
	
	(0.511)

	常数项
	7.753***
	7.140***
	7.191***
	6.835***
	6.924***

	
	(0.141)
	(0.177)
	(0.204)
	(0.247)
	(0.267)

	R2
	0.405
	0.454
	0.456
	0.461
	0.466

	N
	369
	369
	369
	369
	369


注：表中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表5-10、表12同。
4.2 内生性处理

为了解决遗漏变量及双向因果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予以克服。参照黄群慧等[33]的方法，选取长三角地区各城市1996年每百人电话用户数及每百万人邮局数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各城市历史上的通信基础设施会直接影响到后续数字技术的应用，因此，在后续的发展中，历史上邮电业务量大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可能较高。另一方面，历史上的电话等传统通信工具基本不会对现在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满足排他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横截面数据，无法满足面板数据的回归需求，因此本文借鉴Nunn和Qian[34]的方法，选取上一年长三角地区互联网宽带用户数（与时间有关）来构造面板工具变量，即用上一年互联网宽带用户数分别与各城市1996年每百人电话用户数及每百万人邮局数构造交互项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
表4中模型（1）与模型（2）分别报告了两种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工具变量均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以及“不可识别”检验，说明选取各城市1996年每百人电话用户数及每百万人邮局数分别与上一年互联网用户数构造交互项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 量
	互电交互
	互邮交互

	
	（1）
	（2）

	die
	6.454***（0.476）
	6.337***（0.726）

	常数项
	8.988***（0.498）
	9.008***（0.516）

	控制变量
	YES
	YES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
	47.669 [0.000]
	84.149 [0.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
	176.815 {16.38}
	163.360{16.38}

	N
	369
	369


注：[]内为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的P值，该检验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无法充分识别；{}内为Stock与Yogo（2005）对Kleibergen-Paap rk Wald F检验给出的临界值。
4.3 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全局Moran’I指数检验了创新要素空间关联矩阵下长三角地区各年度数字经济及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自相关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表6。从表5、表6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产出在创新人员、创新资本空间关联矩阵下的Moran’I指数大多数年份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和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而普通面板模型并未考虑到这种空间相关性，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本文接下来选取空间计量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将其与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对比。
表5  2011-2019年数字经济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年 份
	创新人员空间关联矩阵
	创新资本空间关联矩阵

	
	Moran’I
	Z值
	Moran’I
	Z值

	2011
	0.420***
	6.367
	0.346***
	5.794

	2012
	0.407***
	6.161
	0.332***
	5.557

	2013
	0.209***
	3.356
	0.158***
	2.869

	2014
	0.229***
	3.646
	0.192***
	3.400

	2015
	0.193***
	3.132
	0.153***
	2.798

	2016
	0.139***
	2.386
	0.110**
	2.150

	2017
	0.160***
	2.684
	0.114**
	2.201

	2018
	0.144***
	2.464
	0.097**
	1.946

	2019
	0.107**
	1.930
	0.055*
	1.281


表6  2011-2019年区域创新产出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年 份
	创新人员空间关联矩阵
	创新资本空间关联矩阵

	
	Moran’I
	Z值
	Moran’I
	Z值

	2011
	0.289***
	4.378
	0.220***
	3.711

	2012
	0.283***
	4.292
	0.224***
	3.770

	2013
	0.290***
	4.392
	0.223***
	3.753

	2014
	0.277***
	4.205
	0.205***
	3.481

	2015
	0.298***
	4.487
	0.226***
	3.787

	2016
	0.273***
	4.152
	0.198***
	3.375

	2017
	0.266***
	4.051
	0.187***
	3.208

	2018
	0.261***
	3.980
	0.189***
	3.233

	2019
	0.233***
	3.595
	0.169***
	2.933


4.4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表7展示了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两种不同空间模型中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在此之前，为确定空间杜宾模型的适用性，本文依次进行了LR、Wald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空间杜宾模型（SDM）是最优选择，同时，本文还加入了空间滞后模型（SAR）的回归结果，以此来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从实证结果来看，首先，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本地区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比表3、表7的回归结果发现，在两类空间关联矩阵下，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小于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基准模型所计算出来的回归系数，这说明，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作用会被高估。另外，空间自回归系数ρ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显著为正，再次证明区域创新产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创新要素空间关联较为紧密的地区之间创新活动具有相互促进的正向影响，一定程度上说明创新要素的区际流动能够带动创新产出的整体提升，本文将其归因于创新要素流动过程中由于知识溢出所形成的“示范效应”，具体而言，创新要素同传统要素相比往往携带更多的知识信息，充当知识载体的创新要素尤其是创新人员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能够带动创新知识在地区间的传播与扩散，从而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地区”（创新要素空间关联紧密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
表7 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变 量
	创新人员空间关联矩阵
	创新资本空间关联矩阵

	
	SDM
	SAR
	SDM
	SAR

	[image: image4.png]



	0.557***
	0.604***
	0.554***
	0.652***

	
	(0.070)
	(0.069)
	(0.077)
	(0.063)

	die
	1.100**
	1.618***
	1.002**
	1.818***

	
	(0.469)
	(0.457)
	(0.464)
	(0.462)

	W×die
	1.048
	
	1.456*
	

	
	(0.760)
	
	(0.87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R2
	0.559
	0.522
	0.558
	0.528

	N
	369
	369
	369
	369

	Wald test(SAR)
	19.49***
	19.49***
	18.70***
	18.70***

	Wald test(SEM)
	54.87***
	54.87***
	62.92***
	62.92***

	LR test(SAR)
	19.15***
	19.15***
	18.67***
	18.67***

	LR test(SEM)
	47.32***
	47.32***
	64.11***
	64.11***


由于表7中W×die的系数可能含有大量“邻近区域”之间的交互信息，因此应进行空间效应分解，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结果。从表8可以看出，创新人员、创新资本空间关联矩阵下，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创新产出的提高，还有利于提高“邻近地区”的创新产出，创新要素空间关联度较强的地区能够发挥出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回归系数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这可能是因为技术外溢是落后地区赶超发达地区的有效路径，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城市间地理距离的限制，加强了城市间的交流与联系，不同城市的创新主体可通过数字平台等多种途径相互学习，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创新主体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技术进步方面所走的不必要弯路，从而形成外溢效应大于直接效应的现象。
表8  空间计量模型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创新人员空间关联矩阵
	创新资本空间关联矩阵

	
	SDM
	SAR
	SDM
	SAR

	直接效应
	1.231***
	1.710***
	1.155**
	1.947***

	
	(0.464)
	(0.479)
	(0.463)
	(0.495)

	间接效应
	3.656**
	2.474***
	4.384***
	3.474**

	
	(1.480)
	(0.931)
	(1.668)
	(1.360)

	总效应
	4.887***
	4.184***
	5.538***
	5.421***

	
	(1.514)
	(1.293)
	(1.726)
	(1.729)

	R2
	0.559
	0.522
	0.558
	0.529

	N
	369
	369
	369
	369


4.5 稳健性检验

4.5.1 替换被解释变量
选择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区域创新产出的指标，参照前文实证步骤，得到如表9中模型（1）与模型（2）所示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两种创新要素空间关联矩阵下，数字经济均有利于本地区创新产出的提高，且空间溢出效应始终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产出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4.5.2 剔除特殊城市样本

上海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高于其他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也更为显著。因此，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上海剔除后对模型进行回归。模型（3）（4）报告了将上海剔除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剔除上海后的回归结果仍与前文保持一致，说明前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9  稳健性检验结果

	
	替换被解释变量
	剔除特殊城市样本

	
	创新人员空间关联矩阵

（1）
	创新资本空间关联矩阵

（2）
	创新人员空间关联矩阵

（3）
	创新人员空间关联矩阵

（4）

	直接效应
	1.374***
	1.394***
	1.283**
	1.214**

	
	（0.450）
	（0.437）
	（0.510）
	（0.519）

	间接效应
	5.232***
	6.743***
	3.084**
	3.376**

	
	（1.905）
	（2.039）
	（1.412）
	（1.555）

	总效应
	6.606***
	8.137***
	4.367***
	4.589***

	
	（1.986）
	（2.090）
	（1.438）
	（1.549）

	R2
	0.660
	0.659
	0.583
	0.584

	N
	369
	369
	360
	360


4.6 异质性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事实上，由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能力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经济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区域差异。基于此，本文将长三角地区的41个城市按上海、杭州、南京都市圈规划文件划分为包含21个城市在内的都市圈区域以及另外20个城市构成的非都市圈区域1)，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不论是都市圈城市还是非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均会对区域创新产出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从回归系数来看，非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积极效应更强。原因可能在于，都市圈作为经济集聚的载体高地、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级，相较于非都市圈城市而言，其数字经济发展较早、水平较高，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提升的红利效应已提前释放，从而使其创新产出提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而非都市圈城市无论是创新产出还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和都市圈城市相比，其创新产出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效应也更加强劲。另一方面，同非都市圈相比，都市圈内城市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创新人员及创新资本往往更倾向于流向经济实力更强的中心城市，从而导致周边城市创新要素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10  基于都市圈的异质性检验

	
	都市圈
	非都市圈

	
	创新人员空间关联矩阵

（1）
	创新资本空间关联矩阵

（2）
	创新人员空间关联矩阵

（3）
	创新资本空间关联矩阵

（4）

	直接效应
	1.288**
	1.216**
	2.678**
	2.490**

	
	(0.533)
	(0.554)
	(1.298)
	(1.261)

	间接效应
	2.484**
	3.086**
	3.915**
	3.211**

	
	(1.229)
	(1.514)
	(1.659)
	(1.638)

	总效应
	3.772***
	4.302***
	6.594***
	5.701***

	
	(1.267)
	(1.630)
	(1.646)
	(1.518)

	R2
	0.494
	0.493
	0.656
	0.649

	N
	189
	189
	180
	180


4.7 进一步分析：门槛效应回归
在前文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中，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可能存在对区域创新产出的非线性影响，且其作用大小还会受到区域吸收能力的影响，为验证该假说，本文将数字经济以及表征区域吸收能力的研发投入强度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回归，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1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及表征区域吸收能力的研发投入强度均显著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与双重门槛检验，未通过三重门槛检验，因此应采取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表12列出了将数字经济与研发投入强度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表11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F值
	P值
	BS次数
	10%临界值
	5%临界值
	1%临界值

	数字经济
	单一门槛
	43.59
	0.002
	500
	20.301
	23.925
	33.996

	
	双重门槛
	20.95
	0.078
	500
	19.430
	22.314
	26.992

	
	三重门槛
	7.97
	0.626
	500
	18.547
	21.593
	29.624

	研发

投入

强度
	单一门槛
	25.51
	0.028
	500
	18.732
	22.694
	29.196

	
	双重门槛
	20.12
	0.050
	500
	16.414
	19.751
	26.523

	
	三重门槛
	7.79
	0.634
	500
	22.015
	25.747
	35.503


（1）数字经济。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大小呈现出先上升后降低的非线性特征。具体来看，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低门槛值0.113时，其回归系数为1.521，但不显著，表明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无法有效促进区域创新产出的提高。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门槛值0.113与高门槛值0.332中间时，其回归系数为4.279，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在该区间内，数字经济有利于区域创新产出的提高，且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继续提高，大于高门槛值0.332时，其回归系数为3.23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在该区间内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依然存在，但作用大小有所降低。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产出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只有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才会对区域创新产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逐渐增大。但是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并不是越高越好，本文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产业垄断[35]，先发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可能会通过网络效应、知识产权等构筑竞争壁垒，收取垄断租金，这可能会弱化数字经济的创新溢出效应。
（2）研发投入强度。回归结果表明，当研发投入强度小于0.005时，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为1.274，但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当研发投入强度处于0.005~0.027之间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4.724，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当研发投入强度继续增加，超过高门槛值0.027时，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为3.680，并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只有当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一定水平，数字经济才会对区域创新产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当研发投入强度处于0.005~0.027，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效应达到最大。对此可能的解释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沿的知识与先进的技术，当研发投入强度未通过低门槛值时，区域创新主体对知识技术的吸收能力相对有限，难以对由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新知识、新技术进行充分利用，导致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正向驱动效应并不显著。随着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地区的技术知识积累水平明显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区域创新主体可以对新知识、新技术进行更好地吸收、转化，从而使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得以提升。而当某地区的研发投入强度继续增加，跨越高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本文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研发投入强度较高的地区，其创新能力已经足够强，从而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12 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创新产出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数字经济
	研发投入强度

	门槛值γ1
	0.113
	0.005

	门槛值γ2
	0.332
	0.027

	die*I（Adj≤γ1）
	1.521 （1.115）
	1.274 (1.619)

	die*I（γ1<Adj≤γ2）
	4.279***（0.638）
	4.724***（0.641）

	die*I（Adj>γ2）
	3.232***（0.487）
	3.680***（0.529）

	常数项
	7.076***（0.248）
	6.868***（0.248）

	控制变量
	YES
	YES

	R2
	0.550
	0.528

	N
	369
	369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从创新要素区际流动的视角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创新要素空间关联矩阵下，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产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创新产出的提高，还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相较于都市圈城市，非都市圈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数字经济创新溢出红利，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市间创新差距。第三，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大小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基于区域吸收能力的双重门槛效应，合理的区域吸收能力能有效强化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全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首先，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对互联网、大数据等核心领域的研发投入强度，同时，加强对5G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在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数字经济对创新发展带来的红利优势。其次，推动长三角地区重点领域智慧应用，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围绕公共管理、服务、安全等领域建设基于人工智能的城市大脑集群，推进智慧广电、智慧邮政建设及智能化交通管理，促进数字经济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深度融合。最后，充分考虑数字经济的空间外溢效应，利用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积极推动跨地区创新合作，同时，引导创新要素在城市间的合理流动，强化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

（2）整体来看，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非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此，各地区应实施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对都市圈城市而言，要将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突破相关领域关键技术作为发展重点，瞄准国际前沿，实现重大基础研究的创新突破和科技专项攻关，同时要促进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防止创新要素在中心城市的过度集聚。非都市圈则要将补短板作为主，继续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投资力度，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在各领域的应用水平，扩大数字经济的覆盖范围，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创新合作，最大程度的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作用，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3）研究结论显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跨越高门槛值后，其创新溢出效应有所弱化，因此，各地区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部门应尽早制定数字经济反垄断审查标准，把维护公平秩序当做数字经济监管的主要目标，提高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要求，防止互联网企业排斥竞争对手、滥用客户数据、形成垄断地位，打造开放包容、公平有序的创新环境及竞争环境，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溢出效应。此外，数字经济有效促进了知识的溢出，带来了新知识与新技术，但是，对于接收地而言，能否更好地利用新知识、新技术，还取决于区域吸收能力水平，当区域吸收能力不足时，数字经济难以对创新产出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加大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区域吸收能力，加快知识的转化及利用，进而实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有效驱动。
1）上海都市圈成员为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南京都市圈成员为南京，镇江，扬州，淮安，滁州，马鞍山，芜湖，宣城，常州的溧阳、金坛；杭州都市圈成员为杭州、湖州、嘉兴、绍兴、衢州、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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